
 

 

房子还是学历？
−房价上涨与女性择偶的学历偏好

杨    青，王诗勇，徐俊杰，王洪卫
（上海财经大学 公共经济与管理学院，上海 200433）

摘   要：房子天然具有家的归属感和价值属性，使其成为女性解决婚姻市场信息不对称而筛选

高质量对象的主要信号媒介。然而，近些年由于房价不断高涨，大幅提高了房子的信号传递成本。相

较而言，学历的信号传递成本较低，其价值也不断凸显。那么，房价上涨是否影响了女性择偶的学历

偏好呢？文章利用中国社会调查数据（CGSS）和住房市场数据对此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显示：第

一，房价上涨显著提升了女性择偶的学历偏好；第二，对原生中下层家庭、中西部地区或农村户籍的

女性，效果更为明显。文章结论表明，如果房价仍旧持续上涨，学历信号将可能会进一步替代房子信

号，因而保障劳动力市场的教育回报率，并且加快建立租购并举的住房制度，这些将成为提高居民

婚姻幸福感的重要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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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自 1998 年住房市场化后，房子的财富属性持续放大，并逐渐成为女方解决婚姻市场信息不

对称而筛选高质量对象的方式之一。房子之所以成为选择方式，不仅在于房子本身承载了家庭

成员尤其是女性的归属感，还在于房子具有价值属性，能够传递男方家庭财富、能力、社会关系

等“质量”信号（方丽和田传浩，2016），特别是在城镇化快速推进的过程中，房子还新添了获取城

市户籍及其优质资源，从而保障婚姻运行的媒介属性。

然而，近些年可能因为较快的城镇化、较为宽松的货币政策以及市场热炒等原因，房价持续

高涨，超过部分家庭的承受范围。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在过去的二十年里，中国的住房价格①持

续上涨。从 1999 至 2019 年，全国住房平均销售价格上涨了 4 倍多，部分一线城市的房价涨幅也

较大。房价的快速上涨，对婚姻市场造成了相当大的影响，一方面，增加了一些男方父母的财务

压力；另一方面，也导致了部分男方选择推迟进入甚至退出婚姻市场（姜全保等，2013；Disney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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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athergood，2018）。这意味着，房价高涨使得房子在婚姻市场中信号传递成本会大幅上升，从而

可能会造成房子的信号失灵。

从逻辑上而言，当房价上涨打破婚姻市场均衡时，适应外生冲击寻找新的均衡点是婚姻市

场参与者的理性策略。房子的信号传递功能失灵自然会促使女方寻找次优的信号传递媒介。相

比较，学历信息不仅较易获得，而且学历越高意味着获得高收入和优质社会资源的概率越大。特

别是，近些年一些城市为吸引各类人才，将学历与户籍、社保、教育功能等挂钩，学历的价值不断

凸显。那么，在房价过快上涨导致房子信号传递成本大幅上升而失灵的情况下，女方是否将学历

作为一种次优筛选方式予以替代？即房价上涨是否促进了女性在婚姻匹配中的学历偏好呢？

目前，有关房价、学历或婚姻匹配的讨论相当丰富，从内容上看，可以分为以下几类：第一类

是关注房价上涨产生的影响。近些年中国房价持续上涨的幅度超过部分劳动力的工资的增长，

房价对劳动力流动的影响引起了诸多学者的讨论，比如张莉等（2017）论证了房价对于劳动力流

动的拉力作用和阻力作用，房价一方面作为备择城市的特征信号降低了预期未来收入的不确定

性，从而拉动了劳动力的流入；另一方面作为居住成本压缩可支配收入阻碍了劳动力的流入。进

一步地，周颖刚等（2019）认为高房价会挤出那些没有购房、高技能水平的劳动力。其次，房价上

涨影响了家庭储蓄和消费，陈彦斌和邱哲圣（2011）分析发现，部分年轻家庭为了追赶房价不得不

提高储蓄率，而部分贫穷家庭也因其无法获得足够的住房而使得城镇家庭住房不平等程度加

重。李雪松和黄彦彦（2015）也认为房价上涨成为推高储蓄率的重要因素之一。当然，对于有房的

家庭，房价上涨更可能会产生“财富效应”，继而促进家庭消费（何兴强和杨锐锋，2019）。另外，与

本文相关的讨论集中在房价与生育的关系上，如易君健和易行健（2008）以香港为例发现，房价上

涨对生育率具有长期的负面影响，而胡佩和王洪卫（2020）的研究也显示，房价上涨延迟了女性的

生育时间。第二类是分析学历的价值。学历作为教育人力资本的主要表征形式最早受到了

Becker 的高度关注，Becker（1993）对学历的收入效应、收益率乃至对家庭兴衰的影响做了系统的

分析。借鉴于此，国内学者如许玲丽等（2008）也对中国各阶段学历的工资效应做了相应的考察。

此外，廖理等（2015）、李彬和白岩（2020）分别讨论了学历在借贷市场和劳动力市场的价值。第三

类是考察婚姻匹配的影响因素。婚姻匹配不算是一个新的研究领域，早在上个世纪 40 年代，

Hunt（1940）就从种族、年龄、宗教、教育、职业和家庭背景等方面进行了相关分析。相比较，国内

对于婚姻匹配的研究具有一定的时期性，在改革开放前，婚姻匹配保留了传统农业社会的阶层

内婚制，表现出一种典型的“门当户对”，父母及其社会地位是影响子女婚姻匹配的主要因素之

一（张五常，2000；张翼，2003）。改革开放之后，随着计划生育制度实施导致的性别失衡、人口结

构变化以及 20 世纪 90 年代末开始的高校扩招政策均对婚姻匹配造成了影响，“婚姻推迟”“婚

姻挤压”和“婚姻退出”一度成为最为热门的话题和研究对象（郭志刚和邓国胜，1998；吴要武和

刘倩，2014）。此外，与本文相似的两篇文献，一是赵文哲等（2019）的研究，其考察了房价变化对居

民婚姻观念的影响，并发现房价上涨显著提升了居民对“干得好不如嫁得好”的认同。二是方丽

和田传浩（2016）的研究，其从住房投资和婚姻缔结的关系出发，解释了农村地区的“建房热”的

现象。可以看出，前者还停留在婚姻观念上，与婚姻匹配仍有一些距离；后者的研究区域定格在

农村地区“建房”上，与房价上涨的关系不大。

本文利用中国社会调查数据（CGSS）和住房市场数据对此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显示：第一，

房价上涨显著提升了女性择偶的学历偏好；第二，对原生中下层家庭、中西部地区或农村户籍的

女性，这一效果更为明显。本文结论表明若房价仍持续上涨，学历信号将会进一步替代房子信

号。本文可能的研究贡献为：第一，虽然一些研究强调了房子或是学历在婚姻匹配中的重要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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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但没有很好地指出房子、房价与学历在婚姻市场中的作用机制，本文考察了此作用机制；第

二，房价持续上涨所产生的影响广泛，本文考察了房价对婚姻观念的影响和婚姻市场中的作用。

第三，以往研究对于婚姻匹配的影响因素在文化层面、制度方面等均有丰富讨论，但是缺乏对房

价上涨这一因素的讨论和实证分析。事实上，从信息经济学角度来看，婚姻市场存在普遍的信息

不对称问题，而房子和学历均在婚姻市场中均承载了信号传递的功能。而房价上涨无疑会改变

不同信号之间传递的成本，继而影响到婚姻市场中的匹配。本文从信息传递的视角将房子及其

价格、学历和婚姻匹配纳入到统一的框架内进行分析。

本文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为理论机制，第三部分为研究设计与数据说明，第四部分为实

证分析，第五部分为主要结论与启示。

二、理论机制：信号视角下的房子、学历与婚姻匹配

作为理性人的女方在婚姻市场上目标函数是筛选出高质量择偶对象，使得婚后家庭预期效

益最大化（加里·斯坦利·贝克尔，2005）。而受儒家文化传统的影响，中国的家庭是典型的代际传

递模式，家庭效益不仅来自于自力更生的程度，还依赖于父母给予的代际支持（费孝通，1985；陈

皆明，1998；陈志武，2007），并且这种代际支持程度往往在子女特别是儿子结婚时期达到最大。

影响婚后家庭效益最为重要的两个因素可以说是男方的家庭经济水平和男方个人能力，事实

上，这也是诸多女性最为关注的两项择偶标准（李银河，1989；徐安琪，2000）。那么，如何度量家庭

经济水平和个人能力，从实践来看，房子和学历是考量男方家庭经济和个人能力的合宜指标。因

此，本文认为在婚姻匹配中，房子是传递男方家庭经济状况的信号，而学历是传递男方个人能力

的信号，并且在房价持续高涨的情况下，房子信号传递的成本急剧上升可能导致传递家庭经济

状况的房子信号“失灵”，促使信号传递成本相对较低的个人能力信号−学历信号予以替代。

（一）房子信号传递、家庭经济与婚姻匹配

婚姻匹配的一大难题在于婚姻市场双方存在普遍的信息不对称。早期的婚姻匹配多集中

在“婚姻圈”的范围之内，并依托于家族“差序格局”式的纽带作为信息传递的媒介（费孝通，

1985；施坚雅，1998；莫里斯·弗里德曼，2000）。而自改革开放后，随着城镇化的不断推进，人口流

动日益频繁特别是大量农村人口转移到城市，传统的“婚姻圈”失去了原有的封闭性和稳定性，

婚姻匹配开始在更大的范围内进行（桂华和余练，2010），进而导致婚姻市场上的信息不对称加剧

（Anderson 和 Hamori，2000）。对比二手车、保险市场、金融市场以及劳动力市场解决信息不对称

的办法−由卖方传递产品质量的信号，比如保证书、品牌广告、许可证以及抵押品等，买方据

此进行合意的交易（Kerlof，1970；Spence，1973；Hoff 和 Stiglitz，1990），婚姻市场同样需要男方传递

出“质量”信号，女方根据信号衡量婚姻匹配的可行性。以前女方通过设置一定标准的“现金彩

礼”或“实物彩礼”①来进行判断男方的“质量”高低。然而，“现金彩礼”或“实物彩礼”属于流动

财产，不具有固定性和长期性，存在不确定性。比如，男方在婚前临时借款凑付“彩礼”，使得女方

误以为对方家庭丰裕。因此，“现金彩礼”或“实物彩礼”在传递男方财富、能力和社会关系等“质量”

信号时，其准确性需要打一定程度的折扣。相比较，房子属于固定财产，不仅投资额度大，还具有

固定性、长期性，很适合作为传递男方财富、能力和社会关系的信号媒介（方丽和田传浩，2016）。

此外，房子的居住价值和投资价值使得房子还能够抵御婚后的不确定性，特别是在房价持续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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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这里的“实物彩礼”是指一般日用品实物，如黄金首饰等，不包括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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涨的预期背景下，房子的财富属性得到了相当程度的保障。即使女方在婚后面临“疾病”“离婚”

等意外事件的冲击，房子的财富价值能够在经济层面上做一定的补偿。

（二）学历信号传递、个人能力与婚姻匹配

学历的信号传递功能最早出现在 Spence 对于劳动力市场的分析之中，在大多数劳动力市场

上，由于信息不对称，雇主对求职者的生产能力并没有把握，这时，求职者通过学历信号向雇主传

递以区别开其他低生产能力的求职者（Spence，1973）。同样，学历在婚姻市场中也具有信号传递

功能，在大多数场合，男方的学历反映着个人能力，一方面代表着其在劳动力市场和社会结构中

的地位和资源，影响着家庭现在和未来的生活机会（Blau 和 Duncan，1967）。特别是，在当前中国

城市化快速推进的过程中，学历是购房之外又一获取城市户籍、教育资源以及社保等优质资源

的重要通道。据中国财经网 2018 年统计，深圳、成都、杭州、长沙、青岛和海口对于毕业生落户仅

限大专生及以上学历，而上海、广州、天津、武汉和南京更是仅限本科生及以上。因此，在婚姻市

场中，相同条件下，男方拥有更高学历往往意味着其具有更强的个人能力和更大获取优质社会

资源的可能性，向女方传递着更高的婚后家庭预期效益。另一方面，相比于收入等其他指标更稳

定、更易知晓且具有更高的可信度。但是，学历没有房子所特有的家的归属效应和即时的财富效

应，尤其是，对于刚毕业进入就业市场的男方，学历的财富效应不能够立马显现，需要时间积累。

换言之，学历的财富更多程度上是一种期值，而房子的财富是一种现值。因此，在婚姻市场中，学

历往往是次选标准。

（三）房价上涨下的信号失灵与信号替代

住房市场化带来了房价的快速上涨，特别是近十五年，住房价格增速超过部分居民收入的

增速，适婚男性的购房负担越来越沉重，购房问题日益成为部分年轻人家庭所面临的困境之一，

即使是买了房，也需侵蚀掉父母数十年的积蓄（彭争呈和邹红，2019）。而这对婚姻市场匹配无疑

会产生重要的影响，房价持续上涨超出了部分男方家庭的支付能力，①使得男方在婚姻市场中利

用房子进行信号传递的成本急剧上升。当婚姻市场中大多数男方都没有能力购房时，女方就无

法利用房子信号来区分男方的“质量”，意味着女方在婚姻匹配中依靠房子信号传递功能筛选

“高质量”对象的方法可能会“失灵”。②从逻辑上讲，在房子信号“失灵”的情况下，女方会努力寻

找信号传递成本相对较低的媒介。当男方家庭经济不足以支持购房时，女方更可能会寻求个人

能力的支持，而目前个人能力的最为合宜的表征媒介就是学历。因此，在房价上涨导致房子信号

传递失灵的情况下，女方可能会以学历信号予以代替来筛选相对高质量的择偶对象，具体影响

机制如图 1 所示。

三、研究设计与数据说明

（一）研究设计

为考察房价上涨对女性择偶的学历偏好影响，构建以下实证模型：

Spouse_edui, j = a0+ θLn(hpincomei−1, j)+bXi, j+µ j+ ϵi, j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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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中国婚姻市场的一大特点在于，除小部分适婚男性有房外，大部分适婚男性没有自己的房产，在结婚之时或是之后需要购买（建造）

房子。

② 极端的一种情况是，房价上涨到所有婚姻市场中的男方都无法购买时，如果女方仍以房子作为衡量标准的话，那么此时所有男方都是

“低质量”的，房子信号传递功能就会出现“完全失灵”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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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ouse_edui, j =



1, Spouse_edui, j =小学及相当文化程度
2, Spouse_edui, j =初中及相当文化程度
3, Spouse_edui, j =高中及相当文化程度
4, Spouse_edui, j =大专及相当文化程度
5, Spouse_edui, j =本科及相当文化程度
6, Spouse_edui, j ⩾研究生文化程度

（2）

θ θ

θ

其中， 是本文考察的核心，如果 值大于 0，表明房价上涨会提升女性择偶的学历偏好；相反，则

表明房价上涨会削弱女性择偶的学历偏好。依据上述理论分析，本文预测 值大于 0。
 

男
方

房价上涨

信号失灵
代际支持

自力更生

家
庭
经
济

婚
后
家
庭
预
期
效
益

女
方

个
人
能
力

信号替代

学历信号传递

房子信号传递

 
图 1    房价上涨对女性择偶的学历偏好的影响机制

 

Spouse_edui, j

Ln(hpincomei−1, j) j i

主要变量的释义如表 1 所示。 为择偶的学历偏好，以受访者配偶最高学历表

示，该变量包含两重内涵：一是我国居民在婚姻市场中的行为偏好；二是对劳动力市场中我国居

民受教育程度的评估。择偶的学历偏好指标反映出我国居民基于现实约束而选择组建家庭合作

者的实际需求，以实现婚姻效用最大化目标。其中，择偶的学历偏好是依据 CGSS 调查中“您配

偶或同居伴侣目前的最高教育程度是（包括目前在读的）”进行赋值获取，并对回答选项做如下

划分：小学及相当的文化程度、初中及相当的文化程度、高中及相当的文化程度、大学专科及相

当的文化程度、大学本科及相当的文化程度和研究生文化程度及以上，并赋值为 1−6 的整数，数

值越大，表明受访者的配偶学历越高。 表示第 省第 −1 年的房价收入比对数，房

价收入比的计算方法：房价收入比=每百平方米住宅销售价格（元）/人均年收入（元）。一方面，婚

姻决策一般发生在结婚时间之前，因此使用前一年房价数据；另一方面，房价收入比可以更加稳

健地描述房价变动（吴晓瑜等，2014；康传坤等，2020）。另外，本文采用受访者结婚前一年所在省

（市、自治区）的房价收入比作为本文的核心解释变量，这种做法不仅弥补了问卷调查中房价信息

不足的遗憾，而且还一定程度规避了房价收入比与个体特征变量之间内生性问题（赵文哲等，

2019；胡佩和王洪卫，2020）。

表 1    主要变量及其释义

变量名 变量释义 变量构建

Spouse_edu 受访者配偶最高学历
教育程度（1=小学及相当文化程度，2=初中及相当文化程度，3=高中及相

当文化程度，4=大学专科及相当文化程度，5=大学本科及相当文化程度，

6=研究生文化程度及以上）

interview_edu 受访者最高学历

fa_edu 受访者父亲最高学历

mo_edu 受访者母亲最高学历

hpincome 房价收入比 每百平米住宅销售价格/人均年收入（元）

uneploment 失业率 失业人数（万人）/劳动力人口（万人）

land 新增土地供应 人均新增土地供应面积

spouse_age 受访者配偶结婚年龄 结婚时间与受访者配偶出生时间差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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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i, j

µ j

ϵi j

表示控制变量，包括：民族、宗教信仰、政治面貌、是否为流动人口、外语能力和最高学历；

是否认同“干得好不如嫁得好”和是否认同“经济不景气先解雇女员工”；受访者双亲的最高学

历水平；受访者配偶的户口状态和结婚年龄及其平方值；地区的失业率水平。 表示省份固定效

应，一方面，社会经济政策的实施效果存在地区差异；另一方面，地区间的文化差异也会改变社

会个体的婚姻选择。 表示误差项。

（二）数据说明与描述性统计

本文通过匹配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和省级层面房价、土地数据，模拟住房价格与女性

择偶的学历偏好内在关系。①文章根据问卷选项“请问您与目前的配偶是哪一年结婚的？”将结

婚时间窗口锁定在 2001−2015 年。②

表 2 报告了总体样本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在处理缺失值和无效值之后，获取 4 517
个有效数据。其中，配偶最高学历平均值为 2.87，即处于初中及相当程度的教育水平。分样本来

看，上海和北京地区配偶最高学历均值最大，分别为 4.45 和 4.05，宁夏和云南地区配偶最高学历

均值最小，分别为 1.89 和 2.01。

 

续表 1    主要变量及其释义

变量名 变量释义 变量构建

marry 是否同意−干得好不如嫁得好
认知评估（1=完全不同意/完全不能说，2=比较不同意/比较差，3=无所谓

/一般，4=比较同意/比较好，5=完全同意/很好）
layoff 是否同意−经济不景气先解雇女员工

tongue 受访者英语水平

nation 受访者是否少数民族 0=否；1=是

religion 受访者是否不信仰宗教 0=否；1=是

politic 受访者是否党员 0=否；1=是

migration 受访者是否流动人口 0=否；1=是

residence 受访者是否为农村户口 0=否；1=是

表 2    总体样本的描述性统计

变量 观测值 平均值 方差 最小值 最大值

Spouse_edu 4 517 2.84 1.27 0 6

Ln（hpincome） 4 517 3.23 0.84 −0.17 5.44

uneploment 4 517 3.60 0.71 0.8 6.5

Ln（land） 4 517 8.77 0.92 4.78 10.65

nation 4 517 0.10 0.30 0 1

religion 4 517 0.89 0.31 0 1

politic 4 517 0.14 0.34 0 1

migration 4 514 0.38 0.48 0 1

marry 4 517 3.00 1.19 1 5

layoff 4 517 1.95 0.94 1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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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本文数据来源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国家统计局网站和《中国国土资源统计年鉴》。基于数据连续性和变量一致性考虑，这里

未选用 2011 年的 CGSS 调查样本，也未将西藏地区数据纳入研究样本。2010 年、2012 年、2013 年和 2015 年的 CGSS 数据可以保证选用信息

的连贯和充分。样本已剔除 1980 年之前出生的受访者及其配偶，即结婚年龄大于 35 岁样本。

② 选择以 2001 年为起点源于两个方面考虑：第一，1998 年“房改”对市场产生滞后性影响；第二，1986 年我国开始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

义务教育法》，规定以 6 周岁作为入学年龄，并履行 9 年义务教育。因此，2000 年之后结婚的群体在住房市场化和受教育规则两个维度实现了

宏观政策环境的一致性和样本匹配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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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报告了分样本核心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同全体样本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基本一致。从社

会阶层来看，受访者大多处在原生中下层家庭；从地区维度看，东部地区的样本分布较为集中；

从城乡户籍来看，大多数受访者为农村户籍身份。
 

表 3    分样本的描述性统计

变量 维度 观测值 平均值 方差 最小值 最大值

Spouse_edu

社会下层 1864 2.71 1.22 1 6

社会中层 568 2.99 1.36 1 6

社会高层 311 3.35 1.39 1 6

Ln（hpincome）

社会下层 1864 3.13 0.87 −0.17 5.44

社会中层 568 3.22 0.86 −0.17 5.00

社会高层 311 3.31 0.83 1.03 5.09

Spouse_edu

东部地区 1 066 3.33 1.34 1 6

中部地区 963 2.53 1.08 1 6

西部地区 714 2.53 1.23 1 6

Ln（hpincome）

东部地区 1 066 3.37 0.86 1.03 5.09

中部地区 963 2.99 0.88 −0.17 4.56

西部地区 714 3.13 0.80 1.47 5.44

Spouse_edu
农村户籍 1 774 2.34 0.98 1 6

城市户籍 698 3.68 1.24 1 6

Ln（hpincome）
农村户籍 1 774 3.08 0.86 −0.17 5.44

城市户籍 698 3.27 0.80 −0.17 4.96
 
 

四、实证分析

（一）房价上涨对女性择偶的学历偏好的影响

实证报告显示，房价收入比对女性择偶的学历偏好有显著正向影响，并呈现出较强解释力。

表 4 第（1）列显示当房价收入比对数上升 1 个单位，女性择偶的学历偏好上升 0.445%。表 3 第（2）

列呈现了主要控制变量对被解释变量的影响。为降低遗漏变量导致的伪回归，表 4 第（3）列显示

了纳入控制变量之后的回归结果，房价收入比对女性择偶的学历偏好产生的影响在 1% 的显著

性水平上显著为正。同时采用 Tobit 模型进行参照检验，表 4 第（4）列呈现的结果依旧稳健。

更进一步，房价影响择偶的学历偏好检验可能会受到年龄和多婚等现实因素干扰而导致实

证偏误，比如早婚、二婚等。为此，这里进行两步处理以剔除干扰因素影响：第一，根据我国《婚姻

法》第六条对法定结婚年龄的规定，剔除女性结婚年龄小于 20 周岁的样本数据；第二，依据

 

续表 2    总体样本的描述性统计

变量 观测值 平均值 方差 最小值 最大值

tongue 4 517 1.84 0.89 1 5

interview_edu 4 517 2.82 1.29 0 6

fa_edu 4 517 1.68 1.11 0 6

mo_edu 4 517 1.29 1.06 0 6

residence 4 517 0.38 0.48 0 1

spouse_age 4 517 3.33 0.14 2.83 4.11

spouse_age2 4 517 11.16 0.95 8.02 16.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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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GSS 问卷中“您目前的婚姻状况”选项，剔除“再婚有配偶”“分居未离婚 ”“离婚”和“丧偶”样

本，仅采用“初婚有配偶”的样本数据。该处理方法严格保证了样本选择标准的统一性和规范

性。表 4 第（5）和（6）列分别报告了剔除婚龄、多婚等因素干扰后的回归结果，结果与前文一致。

即房价上涨显著提升了女性择偶的学历偏好，且保持较强显著性和解释力。
 

表 4    房价收入比对女性择偶的学历偏好影响

（1）OLS （2）OLS （3）OLS （4）Tobit （5）OLS （6）Tobit

Ln（hpincome） 0.445*** 0.089*** 0.089** 0.103*** 0.102***

（0.027） （0.022） （0.035） （0.024） （0.035）

uneploment −0.104*** −0.082*** −0.089*** −0.067** −0.079**

（0.022） （0.023） （0.032） （0.025） （0.035）

nation −0.035 −0.052 −0.038 −0.091 −0.071

（0.052） （0.052） （0.071） （0.059） （0.079）

religion 0.016 0.012 0.008 0.004 −0.001

（0.053） （0.052） （0.067） （0.061） （0.078）

politic 0.278*** 0.270*** 0.267*** 0.254*** 0.250***

（0.053） （0.053） （0.068） （0.055） （0.069）

migration 0.042* 0.038 0.039 0.043* 0.047*

（0.030） （0.030） （0.032） （0.033） （0.034）

marry −0.018** −0.016** −0.017* −0.013** −0.013

（0.012） （0.012） （0.018） （0.014） （0.020）

layoff −0.018** −0.021 −0.019 −0.035* −0.033

（0.017） （0.017） （0.024） （0.018） （0.028）

tongue 0.041* 0.035 0.035 0.045* 0.044

（0.023） （0.023） （0.028） （0.024） （0.026）

interview_edu 0.548*** 0.532*** 0.537*** 0.546*** 0.551***

（0.020） （0.021） （0.024） （0.022） （0.022）

fa_edu 0.087*** 0.092*** 0.092*** 0.082*** 0.081***

（0.018） （0.018） （0.027） （0.020） （0.029）

mo_edu 0.025* 0.022 0.023 0.032 0.033*

（0.019） （0.019） （0.022） （0.021） （0.022）

residence 0.451*** 0.448*** 0.444*** 0.430*** 0.426***

（0.039） （0.039） （0.045） （0.043） （0.045）

Ln（spouse_age） 8.823** 9.856** 9.894** 8.046* 8.000*

（3.424） （3.478） （4.358） （4.774） （4.589）

Ln（spouse_age2） −1.226* −1.347** −1.352* −1.066* −1.057*

（0.508） （0.514） （0.651） （0.703） （0.685）

_cons 1.59*** −14.45** −16.87*** −16.96** −14.06** −14.03**

（0.099） （5.768） （5.889） （7.368） （8.117） （7.736）

省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N 2 743 2 740 2 740 2 740 2 347 2 347

Adj. R2 或 Pseudo R2 0.101 0.546 0.649 0.311 0.649 0.308

　　注：***、**和*分别为系数在 1%、5% 和 10% 的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
 
 

依据表 4 第（5）列报告了控制变量回归结果：除民族、是否信仰宗教和受访者结婚年龄平方

值外，其他变量均至少在 10% 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且拟合优度达到 0.649，这意味着本文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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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计量模型可行有效。其中，失业率的系数估计值显著为负，这表明失业率表征的经济社会大环

境会改变婚姻市场的选择偏好，这与本文研究主旨相契合。受访者个人及其双亲的学历水平正

向影响受访者在婚姻市场中的学历偏好，这可以解释为家庭教育观念强的居民更加看重婚姻组

合的受教育程度。社会认知方面，越是注重男女平等的女性，越偏好学历水平较高的婚配对象。

自我认知方面，外语能力越强的群体更加偏好学历较高的婚配对象，这可以解释为适应高水平

技能越强的女性，会更加看重婚姻对象的对等能力。受访者政治身份对配偶学历偏好呈正向影

响，这表明政治觉悟越高，越偏好婚配对象的学历水平。流动人口较非流动人口更加关注婚配对

象的学历水平，这可能是因为流动人口受异地住房压力的冲击较大，更加看重婚姻合作者抵御

风险能力的重要性。受访者的农村户口身份对择偶的学历偏好呈正向影响，这表明农村女性更

加偏好带有学历标签的配偶。配偶（男方）结婚时年龄是影响女方择偶的重要考量之一，估计结

果显示，配偶结婚时年龄的影响是呈倒 U 型，表明男方年轻时，女方更偏好其学历；而男方年龄

较大时，女方对其学历的偏好下降。

（二）内生性处理−工具变量回归

尽管上述分析初步验证了房价上涨会显著提升中国女性择偶的学历偏好，但未能解决两者

之间的潜在内生性问题，这主要源于以下两个方面：第一，遗漏变量。择偶的学历偏好不仅牵扯

到影响婚姻行为的多方因素，而且还会受到教育层面相关因素的干预，基于数据可得性，仍存在

影响择偶的学历偏好且与房价收入比相关的其他因素难以完全控制，从而导致内生性问题。第

二，反向因果关系。择偶的学历偏好受制于婚姻市场和劳动力市场行为选择的共同作用，这可能

会引发双重内生性来源：一是婚姻市场会改变家庭状态，从而对住房市场形成冲击（Han 和 Lu，2017）；

二是受教育群体会改变人口流动特征和居留偏好，进而影响住房市场需求（赵西亮，2017）。

工具变量法是有效解决内生性问题的主流方法，文章选取影响房价收入比但不会直接影响

被解释变量的外生变量。既有研究选择深度参与房地产市场且严格受制于政策制度的土地供应

量作为房价的工具变量（陈斌开和杨汝岱，2013；陆铭等，2015），本文沿用该经典做法，选用“人均

新增土地供应面积”作为核心解释变量的工具变量，并在验证工具变量有效性的基础上，采用上

述多重处理后的样本数据进行 IV-2sls 估计，同时显示 IV-liml 回归结果作为参照。

工具变量有效性验证结果如表 5 第（1）至（3）列所示：首先，土地供应对房价收入比会产生显

著的负向影响，即人均新增土地面积越多，房价收入比越低，这不仅验证了土地供应与房价水平

之间的“有效性”关联，而且也与既有研究结论相一致。其次，纳入土地供应变量前后的回归结

果表明，房价收入比对女性择偶的学历偏好产生显著正向影响的结论保持不变，土地供应不会

对女性择偶的学历偏好产生有效影响，且拟合优度报告显示，纳入土地供应也未能改变房价收

入比对女性择偶的学历偏好解释力。这验证了土地供应和被解释变量之间的“无关性”。因此，

文章选取“人均新增土地供应面积”作为房价收入比的有效工具变量。表 5 的第（4）列报告结果

表明：房价收入比系数为正，且在 5% 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这表明房价持续上涨明显强化了女

性择偶的学历偏好。

表 5    工具变量的有效性检验及其回归结果

（1）OLS-Ln（hpincome） （2）OLS-edu （3）OLS-edu （4）IV-2sls （5）IV-liml

Ln（hpincome） 0.132*** 0.122*** 0.230** 0.219**

（0.028） （0.030） （0.090） （0.089）

Ln（land） −0.362*** 0.039

（0.029） （0.0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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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异质性问题的讨论：房价上涨对不同女性择偶的学历偏好的影响

理论上，在房价上涨明显提升了房子信号传递成本的影响下，对资源禀赋不同的女性适婚

群体而言，房子信号成本产生的影响可能存在差异，学历作为房子信号“失灵”的替代信号媒介

是否会发生作用也可能会受到影响，为此下文拟讨论房价上涨对不同资源禀赋的女性择偶的学

历偏好的影响。

1. 原生家庭阶层异质性

据表 6 报告了房价上涨对不同原生家庭①女性择偶的学历偏好影响的估计结果。结果显示，

对原生下层家庭适婚女性来说，房价收入比的系数值为正，且在 5% 的水平上显著，这表明房价

上涨显著提升了原生下层家庭适婚女性择偶的学历偏好。对原生中层家庭适婚女性来说，房价

上涨也会提升择偶的学历偏好，但显著性较低。处在原生高层家庭适婚女性不会受房价上涨影

响而提升择偶的学历偏好，这可能是因为房价上涨对房子信号成本的冲击有限，学历信号的替

代机制暂未产生影响。
 

表 6    原生家庭阶层异质性回归结果（工具变量回归）

IV-2sls IV-liml

下层 中层 上层 下层 中层 上层

Ln（hpincome） 0.163** 0.415* 0.214 0.154** 0.415** 0.093

（0.089） （0.241） （0.514） （0.088） （0.242） （0.549）

Control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N 1 041 345 204 1 041 345 204

R2 0.642 0.637 0.680 0.643 0.637 0.683

　　注：***、**和*分别为系数在 1%、5% 和 10% 的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
 
 

2. 地区异质性

表 7 报告了房价上涨对不同地区②家庭女性择偶的学历偏好影响的回归结果。结果表明，东

部地区的房价收入比系数为负但不显著，而中、西部地区房价收入比系数显著为正。这表明对于

社会资源优越的东部地区而言，房子在婚姻市场中的信号传递成本尽管因房价上涨而提升，但

 

续表 5    工具变量的有效性检验及其回归结果

（1）OLS-Ln（hpincome） （2）OLS-edu （3）OLS-edu （4）IV-2sls （5）IV-liml

Control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N 1 590 1 590 1 590 1 590 1 590

R2 0.408 0.643 0.643 0.640 0.642

Shea-R2 0.094

F-test 165.08

　　注：***、**和*分别为系数在 1%、5% 和 10% 的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弱工具变量 F 值大于 10% 显著水平上的 F 临界

值，可拒绝“弱工具变量”的原假设（Stock 和 Yogo，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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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CGSS 数据中“您认为在您 14 岁时，您的家庭处在哪个等级上？”，有 10 个不同等级，其中，“10”代表最顶层，“1”代表最底层。根据

2017 年中国家庭贫富标准各阶层占比，上层（富裕）家庭占比近 8%，下层（贫困）家庭占比近 70%，剩余约 20% 的家庭为中层。对照 CGSS 数

据，1−5 分的家庭占比约为 70%，5 分的家庭占比约为 20%，6−10 分的家庭占比为 7%。因而，本文确定“5 分”作为阶层划分的界线，即低于

5 分的为下层家庭，等于 5 分的为中层家庭，高于 5 分的为上层家庭。

② 根据国家发改委的政策划分，本文将全国地区划分为东、中、西三个地区，其中，东部地区包括北京、天津、河北、辽宁、上海、江苏、浙

江、福建、山东、广东和海南等 11 个省（市、自治区）；中部地区包括 8 个省级行政区，分别是山西、吉林、黑龙江、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

西部地区包括的省级行政区共 11 个，分别是四川、重庆、贵州、云南、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广西和内蒙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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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不会对已获取优质社会资源的当地居民产生颠覆性影响，并且，替代房子获取优质资源的路

径较中西部地区更加丰富，学历信号的传递机制难以发挥作用。相反，在中西部资源相对贫瘠的

地区，学历是进城“成家”和获取优质社会资源为数不多的最佳路径，因此在房价上涨导致房子

信号失灵时，学历信号传递功能更加凸显，也自然成为女性择偶的重要标准。
 

表 7    地区异质性回归结果（工具变量回归）

IV-2sls IV-liml

（1）东部地区 （2）中部地区 （3）西部地区 （4）东部地区 （5）中部地区 （6）西部地区

Ln（hpincome） −0.195 0.208*** 0.428*** −0.079 0.195*** 0.284***

（0.330） （0.068） （0.164） （0.274） （0.063） （0.173）

Control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N 750 511 329 750 511 329

R2 0.599 0.595 0.614 0.640 0.597 0.643

　　注：***、**和*分别为系数在 1%、5% 和 10% 的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
 
 

3. 城乡异质性

表 8 报告了房价上涨对城乡两类女性择偶的学历偏好影响的估计结果。第（1）和（2）列的回

归结果表明，农村户籍女性在房价上涨的作用下，会选择通过学历信号筛选高质量对象。这是因

为在房价上涨的作用下，农村户籍女性选择带有学历标签的配偶有助于实现城市“成家”梦。反

观城镇户籍样本，房价上涨没有影响女性择偶的学历偏好，尽管房价上涨提高了房价，但未能降

低城镇户籍居民获取城市资源的成本，因而对城镇居民来说，房价上涨形成的可相互抵消的正

负效应，致使城镇女性借助学历信号择偶的动机有限。表 8 第（3）和（4）列报告的受访地回归结

果也对此支持。
 

表 8    城乡异质性回归结果（工具变量回归）

（1）IV-2sls （2）IV-liml （3）IV-2sls （4）IV-liml

农村户籍 城镇户籍 农村采访地 城镇采访地

Ln（hpincome） 0.316*** 0.233 0.353*** 0.094

（0.094） （0.186） （0.114） （0.105）

Control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N 876 527 352 952

R2 0.437 0.586 0.579 0.613

　　注：***、**和*分别为系数在 1%、5% 和 10% 的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
 
 

4. 房价上涨对不同女性影响的进一步讨论和分析

由上述分析可以看出，房价上涨对原生中下层家庭、中西部地区和农村户籍等资源相对贫

乏型女性择偶的学历偏好的影响更为显著。那么，为什么对资源相对贫乏的女性的影响更为明

显呢？从择偶梯度理论来看，在传统社会中，婚姻匹配强调“门当户对”，并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

社会阶层的封闭性，而在现代自主婚姻中普遍存在“男高女低”的梯度匹配现象（沈新凤，2011）。

事实上，自改革开放后，经济体制开始市场化，包括人力在内的各种要素以价格为标准进行竞争

和流动，极大地促进了社会阶层的流动。与此同时，通过婚姻的缔结来追求家庭效益和社会地位

的提升也被赋予了“经济人”的合理性。而从实践来看，女性“高攀”的婚姻不仅在经济地位上有

了一定的提高，而且在生活满意度上也有了相当程度的提升，并且抑郁程度相对较低（雷晓燕等，

2014），意味着女性通过“高攀”婚姻获得了经济和精神的双重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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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因如此，对于资源相对贫乏的女性及其家庭而言，“脱贫入富”的需求更为强烈，在其他方

式可及性不足的情况下，婚姻往往是一种相对理想的方式。在房价不高的情况下，房子扮演着筛

选高质量对象的信号媒介，而房价持续上涨，导致一部分男性难以负担而退出婚姻市场，此时房

子的信号媒介功能开始失灵。这促使了女性开始寻找替代信号机制−学历信号。

（四）稳健性检验

为检验回归结果的稳健性，本节分别从剔除时空不对称导致的伪回归和强化核心解释变量

有效性两个维度展开。

第一，剔除时空不对称导致的伪回归稳健性检验。基于调研时间和结婚年份的时空差异，存

在新婚家庭会在婚后迁入当地情况，这会导致异地异时的房价对婚姻决策产生伪回归。为此，本

节通过比较问卷调查中“请问您与目前的配偶是哪一年结婚的？”和“您是哪一年来到本地居住

的”等时间信息，剔除婚后迁入当地居住的样本数据，仅保留婚前迁入和一直定居该地的两类样

本，从而支持时空对称条件下的检验。表 9 第（1）和（2）列报告了回归结果，在剔除异地异时样本

数据可能导致的伪回归后，房价收入比的系数显著为正，这意味着房价持续上涨提升了中国女

性择偶的学历偏好。
 

表 9    稳健性检验的回归结果

时空不对称 向前 2 年 向前 3 年

（1）OLS （2）Tobit （3）OLS （4）Tobit （5）OLS （6）Tobit

Ln（hpincome） 0.104*** 0.103*** 0.106*** 0.104*** 0.126*** 0.124***

（0.024） （0.035） （0.022） （0.031） （0.024） （0.035）

Control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N 2 194 2 194 2 510 2 510 2 466 2 466

Adj. R2 或 Pseudo R2 0.652 0.313 0.653 0.317 0.654 0.316

　　注：***、**和*分别为系数在 1%、5% 和 10% 的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
 
 

第二，对核心解释变量的有效性进行强化检验。婚姻匹配的学历偏好可能不仅受前 1 年房

价变动影响，而会受制于近 3 年房价变动影响。因此，这里分别采用向前 2 年和向前 3 年的房价

收入比作为核心解释变量进行检验，以强化房价作为外生变量影响择偶的学历偏好有效性。表 9
第（3）至（6）列所示报告了回归结果，在剔除婚龄、多婚因素和异地异时样本影响后，向前 2 年和

向前 3 年房价收入比系数显著为正，这意味着房价上涨会显著增强中国女性择偶的学历偏好。

五、主要结论与启示

本文首先从信息经济学视角分析了房子、房价、学历与婚姻匹配之间的内在逻辑。房子本

身承载了家庭成员尤其是女性对于家的归属感和其所具有的价值属性，能够传递男方家庭经济

等“质量”信号，使其成为了女方解决婚姻市场信息不对称而筛选“高质量”对象的主要信号媒

介， 而房价上涨可能会导致其信号传递功能失灵， 继而促使女方寻找学历信号予以替代。其次，

本文利用中国社会调查数据（CGSS）和住房市场数据对此进行了考察，研究发现：第一，房价上涨

显著提升了中国女性择偶的学历偏好；第二，对原生中下层家庭、中西部或农村户籍等资源相对

贫乏的女性，这一影响尤为显著。

上述研究结论具有以下几点启示。第一，若房价持续上涨，学历信号会进一步替代房子信

号，意味着学历在婚姻匹配中的地位日益重要。然而，学历的这一作用有一前提，即学历的期望

价值能够兑现，学历在劳动力市场能够取得相应的回报率。自改革开放以来，学历在劳动力市场

杨    青、王诗勇、徐俊杰、王洪卫：房子还是学历？

•  165  •



回报率逐步回升，特别是进入 21 世纪后，学历在劳动力市场的作用日益明显。但是，伴随户籍制

度、教育扩招制度等而生的问题开始不断出现，使得学历的回报率有所减弱。若学历的期望价值

不能够兑现，即婚后男方的学历不能在劳动力市场取得预期的回报率，不仅会对其婚姻生活产

生不利影响，也会对今后的其他人的婚姻匹配产生负面影响。另外，从异质性来看，房价上涨对

原生中下层家庭、中西部地区或农村户籍等资源相对贫乏型女性的学历偏好的影响更为明显。

择偶梯度理论显示女性在婚姻匹配中存在普遍的“上嫁”（李煜，2008），特别是在城镇化推进过

程中，对于资源相对贫乏型女性而言，婚姻往往是“社会层级”跃迁的一次机会，其中房子扮演着

跃迁的“媒介”，而房价上涨促使“房子媒介”转向“学历媒介”。因此，如何保障劳动力市场教育

回报率将成为提高居民特别是资源相对贫乏的居民的婚姻幸福感的一项重要课题。

第二，房价的持续上涨不仅对国民经济产生了重要影响，也对婚姻匹配等社会问题产生了

深刻影响。房价不断上涨，导致婚姻成本较快上升。1998 年国家全面推行住房市场化之后，住房

供应体系建设主要是从促进居民拥有产权房入手，并在城市化的推动下导致房价上升。事实上，

住房供应不仅包括“购”，还包括“租”，“租”也是“住有所居”的一种重要实现形式，当前，我们需

要重视住房租赁市场的有效培育和发展，加快建立多主体供给、多渠道保障、租购并举的住房制

度，让适婚青年“‘租’有所居，而婚有所配”。

本文的贡献有两点：一是，以往有关房子与婚姻匹配的探讨大部分停留在描述层面，缺乏相

应的理论机制梳理和实证检验，方丽和田传浩（2016）对于农村住房投资和婚姻缔结的分析，但其

将讨论范围限定在农村地区，也没有分析学历的作用。本文将学历纳入房子和婚姻匹配的分析

框架中，从信息经济学的视角讨论了三者之间的内在机制，并利用相关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二

是，本文将讨论范围扩大到全部地区，并比较了城市和农村的不同影响，进一步还比较了不同原

生阶层家庭和东中西部等不同资源可及性家庭的影响，而从结果来看，房价上涨对资源相对贫

乏型女性的学历偏好的影响更为显著。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本文还存在一些不足和可拓展的研究空间。比如，在实证方面，文章采

用了省级房价，但省级层面可能还存因地区不同，房价不尽相同，因而可能还存在一定的偏差。

遗憾的是，所采用的 CGSS 数据缺少市级或是县级层面信息。另外，理论上而言，房价上涨不仅会

对女性择偶的学历偏好产生影响，也会对男性择偶的学历偏好产生作用，本文基于相关数据验

证了对女性的影响，那么，房价上涨对男性择偶的学历偏好是否也产生了相同的影响呢？回答上

述问题，无疑有助于我们更好地厘清房价上涨对不同群体的择偶所产生的影响，继而为进一步

完善房价政策和婚姻政策提供政策启示，这将是未来研究的一个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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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use or Degree? Rising Housing Prices and Women’s
Educational Preference in Mate Selection

Yang Qing,  Wang Shiyong,  Xu Junjie,  Wang Hongwei
(School of Public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Shangha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Shanghai 200433，China)

Summary:  The house naturally has a sense of belonging and value attributes of a home，making it the

main signal medium for women to resolve the asymmetry of information in the marriage market and screen

high-quality objects. However，in recent years，housing prices have continued to rise，which has greatly in-

creased the signal transmission cost of houses. In comparison，the signal transmission cost of education is

lower，and its value has been continuously highlighted. So，do rising house prices affect women’s educational

preference in mate selection?

This article first analyzes the internal logic between house，education and marriage matching from the sig-

nal perspective，and finds that in marriage matching，the house is a signal that conveys the man’s family eco-

nomic status，while education is a signal that conveys the man’s personal ability. Under the circumstances，the

sharp increase in the cost of house signal transmission may cause the house signal to transmit the family’s eco-

nomic status to “failure”，thereby prompting the signal transmission cost to be relatively low.

On this basis，this article matches the CGSS data in 2010，2012，2013 and 2015 with the housing market

data，and uses the OLS regression，Tobit regression and IV-2SLS regression models to analyze the relation-

ship between housing prices and women’s educational preference in mate selection. It is estimated that after

dealing with endogenous problems，the conclusions obtained are still stable.

The results show that：（1）Rising housing prices have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women’s educational prefer-

ence in mate selection，that is，the higher the housing price，the more obvious the role of academic qualifica-

tions in the marriage market as a substitute for houses，and women’s educational preference in mate selection

will increase accordingly.（2）For women with poor resource endowments such as lower-class families，central

and western regions，or rural household registration，rising housing prices have changed the way women rely

on houses to “marry up”，and the value of education in the marriage market has become more prominent.

The conclusions of this paper indicate that if housing prices continue to rise，the education signal will fur-

ther replace the house signal. Therefore，guaranteeing the labor market’s return on education and accelerating

the establishment of a housing system that incorporates both rent and purchase will improve the marriage hap-

piness of residents，especially those with relatively poor resource endowments.

Key words:  house； rising housing prices； education； preference； marriage matc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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